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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义问题在教育中的遮蔽

唐 燕 高德胜

意义教育是道德教育中相当重要的内容。但是，
在意义教育实践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灌输”倾向。
在实践过程中，教育者认为给予学生一个确定的意

义内容，就可以达成意义教育之目的。但是，在学
生的个体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下，简单给予或者灌输

某个意义内容是无法得到学生认同的。因为真正的
意义教育并非灌输，它的价值体现在引导上，即引

导学生踏上一条寻求意义之路。而这样的“意义之
路”是个体在其生命历程中逐渐建构出来的，没有
他 / 她自身的生命体悟和人生经验的参与，很难让
学生了解意义的重要价值。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
意义建构的经验在我们的意义教育中并未得到很好

利用。这首先体现为意义问题在当下教育实践中被
遮蔽的命运。因此，本文拟从意义问题产生的情
境———死亡和苦难———出发，探析意义问题在现代
社会中遭遇的遮蔽命运，以求意义问题能在教育实

践中得到敞亮。

一、死亡与苦难———视若无睹的现代命运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死亡和苦难都是与人

类相伴相随的，它们的存在时刻威胁着人、考验着
人。然而，这种威胁和考验并非是消极的，它们的
存在为人类提出意义问题制造了媒介和触发点。人
作为“向死而生”的存在物，又面临人生各种苦难
的侵扰。人不得不自问，如果人生纯属苦难与劳累，
人生是否值得一过？这些意义问题时刻萦绕于人的

生活中，在人的灵魂深处不断激荡，迫使人不断质

问着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正是在这一质问的
过程中，人为自己创造了不计其数的意义和价值。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类工具理性的发展，这一过

程被阻隔下来。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工具理性、科
学技术的“祛魅”力量使得死亡和苦难都面临“解
构”的命运，它们已无力发挥激发意义问题的作用了。

在前现代社会，囿于人类技术手段的有限，人

类的非正常死亡率很高，平均寿命也很短，人类对

死亡充满了不可想象的恐惧。但死亡在现代社会则
“时运不济”。齐格蒙特·鲍曼分析道，人的生物死亡
和由死亡带来的恐惧在现代社会的科技与理性的包

覆下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置”。首先，生物死亡本身
被人类的理性和意志解构为“一系列小的、可控制的
任务”，以便使“死亡从观点与言语中消失”。 [1 ]其

次，由死亡带来的恐惧感在大众消费社会中得到有

力的消除。这种消除过程经由两种策略完成：一是
隐藏人的死亡，把它从记忆中驱逐出去。这一策略
的操作过程如下：让垂危的病人由专职人员来照顾，

让老人的死亡不再有什么特别的仪式来纪念，防止

默哀与悲痛的公开出现，把火葬场搬离公共场所等。
这些措施都有效地把死亡排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可

见范围之外。二是通过图像的扩散把死亡变得平凡
而普遍。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把死亡变成“寻常
事件”，让人感觉到尽管有死亡，但这些死亡又总是
别人和陌生人的死亡。 [2] 这两个策略的实施有力地

促进了死亡在现代社会的解构，而对死亡的恐惧更

是被驱散得无影无踪。这种结果使得我们既不能体
验别人的死亡，更无法体验自己的死亡。因为死亡
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关我们的事，而是由专家来处

理的事情。这样的“脱域”后果使我们更难体会死
亡所带来的震撼，我们只能像托尔斯泰笔下，伊凡·
伊里奇那样不断地回避和拒绝死亡。在这种背景
下，我们恐怕再也聆听不到死亡对我们走向本真人

生的召唤，再也不能直面死亡对我们人生意义的拷

问了。
死亡被拉上“解构”的炮台时，苦难也是命运

多舛。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现代人而言，苦难不可
能具有“救赎”层面的理解，它早应该被当作历史
垃圾丢入尘埃中。在现代社会中，人类通过两种策
略来解构苦难存在的合法地位。一是凭借日新月异
的科学技术，把一部分生存和自然的苦难转化为

“不存在”。二是通过强调个体追求“幸福”的权利
观念，把“苦难”的存在不正当化， [3] 使得苦难被

当成“无法容忍”和“不可饶恕”的事情，也被视
为不幸的个体碰到的“倒霉事情”。因此，在当下对
现代人谈苦难的意义问题岂不是痴人呓语？被蒙上

面纱的现代人，似乎再也看不见苦难可能“凸显”
给人的意义问题了。
随着死亡、苦难逐渐从人类视野中淡化，人的

意义问题也很难被激发出来，不仅对于那些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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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人，那些未经世俗“洗礼”的孩童也同样如此。
尽管学生的日常生活不时有“死亡”的发生，有
“苦难”的问候 （即便不出现在他们真实的生活中，
但总是“荧屏所见”的），但被科学祛魅的死亡和苦
难再也激发不了学生对意义问题的思考了。因为这
些真实的死亡和苦难离学生的现实生活太遥远，如

果出现了，人们反而还要质疑死亡和苦难怎么能出

现在学生的生活中呢！这里有一则 2004 年 《文汇
报》 真实的报道———《匪夷所思的人生观教育》。文
中作者质疑一位西安的语文教师让初二学生“为自
己写墓志铭”的做法。作者认为这种做法表面上是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思考自己人生的机会，但实际

上是让十几岁的孩子去想他们的死亡。这“不仅是
残酷的，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同时，“不满 15岁的
孩子，理智还不成熟，甚至是模糊的。他们活跃的
思维正在想着如何上高中、考大学、将来如何干大
事业。现在却命题要他们去写墓志铭，这不但使他
们难以写出真情实感的好文章，搞不好，还会有副

作用”。[4]

笔者不敢苟同这种想法，难道为了“上高中、
考大学、干大事业”，就不去追问意义问题了？另
外，做这些事情就可以取代对意义的追问吗？试问

那位作者，人什么时候才适合去想“死亡问题”？难
道等到已经躺在棺材里才适合去想吗？这位作者的

想法充分显现了鲍曼所分析的：死亡和苦难已经变

成现代人无法忍受的事实了，何况把死亡和苦难加

在正生活在“幸福”之中的学生身上。死亡和苦难
恐怕再也不能引起学生对“意义问题”的想象了。

二、我们亲在的生活———精致的牢笼

除了死亡和苦难这两个危机 [5]能引发人对意义

问题的求索以外，我们亲在的生活也能触发我们对

意义问题的思考。 [6]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物质的极

大丰富，人类在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如，很多现代人都是商品拜
物教的忠实“信徒”，人对精神和意义的追求被遮蔽
了。但人之为人却使我们无论处于何种生活背景都
要对意义问题作出回应。这是人类摆脱不了的“永
恒纠缠”。在人类新的生活背景下，生活并没有给我
们更多意义问题的答案，反而使我们身陷“物质的
囹圄”而无法自拔，逐渐沦为“常人”状态而不自
知。“常人”的生活状态回避着死亡，日日在歌舞升
平中自得其乐，在浑浑噩噩中随波逐流，在碌碌无

为中丧失真善美的心性，他们再难拾起对有意义人

生的向往了。这种生活状态的形成也得益于现代社
会独一无二的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样式体现在两
个层面：在生活目的上，推崇功利主义；在生活方

式上，推崇消费主义。
现代生活方式的消费特征尤其明显。对于以往

的人类来说，消费不言而喻的目的是为了生存，而

对现在的人类来说，毋宁说是为了消费才生存。哪
天要是没有消费生活，那生存就会成了一个问题。
在这种社会里，人们把生活的内容和目的置换成了

一个又一个的消费目标———一个不断使自身“失业”
的目标。在这种由一系列变化无常的欲望构成的消
费生活中，人的生活目的断裂成一系列的消费目标，

生活于其中只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消费刺激”、“消费
冲动”，并尽可能地防止人们停下来做真正的思
考———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因为生活本身已被
“消费掉了”。正如鲍曼所言：“消费社会开始盛行：
生活转变成了一系列无节制的购物冲动，而且就如

购物活动带来的刺激、冒险和挑战，它不管在本质
上还是在实践上却是消费性的。在消费社会中，生
活通过一系列持续的非连续性的消费关注正在被

消解。”[7]

在消费生活中，正在成长的学生的生活目的也

被形塑为“欲望”和“消费”。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被
教导的：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为明天找个好工

作，而这就是“美好生活”。这种被假设的美好生活
以证书、文凭以及好大学、好工作为衡量标准，它
更简洁的表达方式就是“有车有房”。此类由种种欲
望所构成的美好生活并没有消除掉消费生活本身的

虚假性，也掩饰不了其背后没有了意义支撑的虚无。
因为置身于其中的学生其实并没有体会到生活的充

实与幸福，这样的生活目的的教导并没有得到所有

学生的认同。许多学生在质疑着他们的“辛苦”生
活：每天少则 12个小时，多则 16、17 个小时的学
习是为何。在如此高负荷的生活节奏中，他们的生
活被压缩成了学校—家庭两点式的生活。而除了学
校制度生活以外，他们的课余时间则被家长甚或是

自己自觉自愿的学习作息表所填满，难道仅仅因为

那个“为了明天的幸福”的诺言吗？而学生玩的时
间、发呆的时间和沉思的时间都成了奢侈品，而且
是“可恶、可恨”的奢侈品。忙于应付学习的孩子
哪有时间浪费啊！他们的时间早被模式化、作息化
和日程化了。今天与明天又有什么不同呢？除了学
习还是学习！学生自由被挟制在一个狭小的时间段

和空间里。即便学生拥有了一段自由的时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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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不了还会面临大千世界的诱惑，或者被千变万化

的电视节目或电脑荧屏所吸引。这些被外在花花绿
绿的世界夺去了注意力的学生，恐怕再也没有时间

面对真实的自我，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了。
一种欲望化、消费化的生活目的离不开功利化

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以效果、结果论成败
的。要获得某种效果和结果，必然会使生活中的某
些方面，包括生活于其中的人变得可计算、可量化，
最后形成一种标准化的构造。因此，学生的生活中，
其聪明要量化成智商，其知识要量化成考试成绩，

其专业技能要量化成“文凭证书”……。这种可量
化的生活最集中地体现为一种“考试人生”的构建。
这种“考试人生”把学生的生活断裂构造为一种由
大大小小的考试组成的持续而不连续的考试生活：

考完月考再进行期末考，考完大学再考证书，为找

工作再参加入职考试，为升职再投入各种职称的考

试，不想失业再加入更高学历的考试……。这样的
考试都是有名有姓的“考试”，而没名没姓的“考
试”更是暗寓在人生旅途之中。为了应付这些大大
小小的“考试”，学生不断地在不同的“考试”中穿
梭。“考试”成为他们人生旅途的路标，成为记录他
们生命的年轮。而各种考试的间隙，却由一种无所
事事的空虚状态连接而成。因为如果没有考试，既
缺失了指挥学生生活的督促力量，也丧失了促进学

生追求其他生活方式的鞭策力量，只能留下无所事

事的空虚状态。这种“考试人生”的生活方式使学
生在考试的忙碌中无暇顾及对意义问题的追问。
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社

会的消费生活目的相勾结，不遗余力地“带坏”我
们的学校生活，而学校自身也“伙同共谋”，甘愿充
当两者的手段。在这个越陷越深的泥潭中，学校越
来越没有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性。在这样的
学校生活中，学生又怎么可能产生意义问题呢？在

一片欣欣向荣的消费社会中，以舒适安逸为名的现

代生活似乎再也激不起学生对意义的思考了，而对

意义问题的追问终究成了“明日黄花”。

三、意义问题的敞亮

生活在学校里的学生正处在自己人生中最美好

的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成长和不断学习是唯一

的生活主题。也只有在这个阶段，人才能抛开所有
的羁绊，对人生意义进行一次最自由的思考。但深
陷当代学校沉疴的学生却无法开始这种思考之路，

因为意义问题被重重遮蔽了。如何从这种“遮蔽”

困境中突围呢？难道只能等他们考过大学、找完工
作吗？我们的意义教育可以做点什么呢？在思考这

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认清这点：意义问题的敞

亮决不是意义教育自身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单靠某

种课程设计可以达成的。因为面对如此细腻的意义
问题，仅靠教育单方面的努力难以直达学生的灵魂

深处。我们期待从家长、学校和社会等方面寻找精
神资源来推动学生对意义问题的思考，更希望能激

起学生个体自身力量来面对意义问题，让尘封已久

的意义问题能够重新萦绕于学生的心灵之中。在这
种“前见”下，我们有如下的教育建议。
首先，在态度上不可视而不见或放任自流。尽

管在意义问题的教育上，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掌握

了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谁也不能自诩为这个问题

的教师，但是教育也并非毫无作为。作为教育者，
我们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引导力量。尽管我们不能
告知答案，我们却能打开一扇窗户让学生自己去看、
去想。这种引导力量不仅来自我们，更来自从古至
今的人类精神力量的帮助。而这些精神力量大多隐
藏在经典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中。这些作品所具有
的无可比拟的教化力量可以激荡学生的心灵。
其次，在方法上决然摒弃强制和灌输。纵观前

人对意义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对意义问题的

思考不是随便进行的，它不仅需要一种情境，更需

要主体的亲身体验。这样的情境和体验也不是当下
流行的“创设情境的教育”可以解决的，因为意义
问题是个体“遭遇”的。而只有这样顺其自然的
“遭遇性质”才能激起学生不同凡响的精神回应。这
一点是任何“人造”的意义冲击所不能比拟的。因
此，作为教育者，把握一种教育时机远比制造一个

人工的教育情境有价值得多。这需要教育者具有洞
察学生精神世界细微变化的能力。这对教师作为意
义问题的引导者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第三，我们也要注意到对意义问题的思考方式

有其独特之处。它的推进方式不是完全凭借理性和
逻辑的推理作用，而更是依靠一种隐喻和象征的方

式。这种方式有模糊性，不像理性和逻辑那样简单
明了。但是，正因其模糊性使得它可以带着个体切
身体验进行思考———一种可以用情感和感受进行的
思考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需要学生理性的投入、情
感的付出和想象力的迸发，更需要学生敏感细腻的

心灵参与。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意义问题的
作用，激励学生真正深入地、哲学式地对人生和生
活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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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在人类发展史上对意义问题的提出起到的无可代替的

作用，但并不意味着死亡和苦难是脱离生活，两者本来就蕴

含在我们的生活中。因此，分析完死亡和苦难后，又转入对

生活进行分析。

（唐 燕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210097；
高德胜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10097）

（责任编辑：张 蕾）

教学对话的批判与重建：

本土化视角

徐 红

近年来，随着教育与课程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

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借鉴哲学、文学与语言学等学
科领域中的对话思想来重新审视或探讨教育教学中

的诸多理论问题，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和创新性

的教育理论认识，最为典型的是“教学对话”理论。
它的提出无疑开创了我国教育教学的新纪元，不仅

彰显了深远的理论意义，而且凸显出鲜明的实践价

值。当下，随着教育主体精神与民主精神的不断彰
显，有关教学对话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尝试层出不穷，

现实中大有将教学活动窄化为对话活动之势，大有

将教学精神窄化为对话精神之态，大有将教学本质

窄化为对话本质之嫌。这些做法，显然将“教学对

话”引入了迷惘之途。
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实践层面讲，教

学对话都不可能是教学活动的全部，完整的教学活

动必须包括与“对话”相对的“独白”。原因主要有
三：首先，作为以“独白”为主要形式的接受学习
和讲授教学，在学校的教学实践中，仍然是传授科

学文化知识的一个主要手段；[1 ] 其次，“由于师生之
间的角色、权利与义务事实上不平等，因而难以建
立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关系” [2]；第三，教学从

“独白”走向“对话”的过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螺
旋式的，即从一个较低起点的独白走向一个较低起

点的对话，尔后从一个较高起点的独白走向一个较

高起点的对话，如此反复。由此可见，剖析现有
“教学对话”理论之缺陷，探讨其发展之策略，实属
当务之急。

一、迷惘：“教学对话”的批判

1. 掩盖教学本质
教学本是指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统一的活动。

也就是说，“教学既不仅仅指‘教’，也不仅仅是
‘学’，而是教与学的统一”[3]，“教应为学生的学而
施，它应以学生的需要为依据；而学生的学则有赖

于教的导引，它不能脱离教师的教” [4]，教师教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显然，教学的本质
是育人。[5]

然而，现有教学对话理论却不同程度地掩盖了

教学的育人本质。如，国外教学对话理论杰出代表
人物克林伯格先生指出：教学方式中起相互作用的

对话是优秀教学的一种本质性的标识。[6] 笔者以为，

即使相互作用的对话是一种优秀的教学方式，它也

未必能实现至上的育人目标。该理论明显掩盖了教
学的育人本质。我国学者钟启泉先生发展了克林伯
格的教学对话理论，他立足于“教学从本质上说是
一种‘沟通’与‘合作’的活动”，进而提出：“教学
原本就是形形色色的对话，具有对话的性格。这就
是‘教学对话原理。’” [7] 依钟先生之意，对话岂不

成了教学的本质？又如，现有对话理论普遍将学生

的反思称作自我对话，将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学习

与无教师指导的自学一律说成是学生与文本的对话，

将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称作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

将教师的自学与备课一概说成是教师与文本之间的

对话，将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与讨论称为教

师与教师之间的对话。这种理解，其实是建立在
“教学的本质是对话”这一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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